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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把长安文化理解为以关中地区为主体的陕西文化，比较适中。史前长安文化可追溯到

百万年前蓝田猿人原始文化。在文明时代，长安文化发展经历了西周、秦国秦朝、西汉、隋唐四次高

峰，创造了辉煌。长安文化的特点，一是肇兴较早，二是地域性与超地域性共存，三是长期居于引领

地位，四是前期与后期反差巨大，五是由多种文化交汇交融而成。长安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之

一，对中华文化的发展起了奠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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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汉唐古都的名字“长安”命名的“长安文化”，

是学术界十分关注的一个研究领域。

一、长安文化释义选择

　　长期以来，研究者对何谓长安文化，却仁者见

仁、智者见智。综合现有的主要观点，大体可分为

三类：

第一类，认为长安文化即汉唐两代的都城文化。

其范围被限定于长安城这一特定的区域之内。如果

概括地表述此类观点，或可称为小长安文化。

第二类，认为长安文化指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

文化乃至整个陕西文化，是中国众多地域文化之一。

这或可概括称之曰中长安文化。其大大突破了长安

城的范围，代表了一个较大的地区文化。

第三类，认为长安文化是五代以前或曰公元

９０７年以前的中华民族文化。此观点与前述第二类

观点相似，都把长安当作一个符号使用，不过在这里

其所代表者已远远超出了“关中”、“陕西”的范围，

而指整个中华民族。这或可概括称为一种大长安文

化了。

以上三类观点，应该说都有一定的道理，是研究

者从不同的视角考察问题的结果；对三者没有必要

作“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式的整

合；三者的共存与发展，对于深化长安学研究无疑都

有益处。不过按照笔者的理解，第一类观点所限定

的空间范围似乎过小，第三类观点的空间范围又显

得过大，倒是第二类观点的空间范围相对比较适中，

故拟以此为准略陈浅见，以就教于贤达。

另外，从时间上来说，亦准备突破把长安文化仅

仅局限于汉唐时期或五代以前的范式，而将之视为

一种自史前至当今的地域文化。只是由于笔者学力

所限，本文所论仅止于１９１１年之前。

二、长安文化的发展历程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在蓝田县境内发现的距今百

万年前的蓝田猿人，拉开了史前长安文化的帷幕。

由蓝田人与距今１８万～２３万年的大荔人、距今３．７

万～５万年的陕北河套人、距今１万年的沙苑人以



及以半坡、姜寨、北首岭诸遗址为代表的仰韶文化、

以客省庄、米家崖等遗址为代表的龙山文化，为我们

勾勒出史前长安文化演进的基本线索。按学术界较

普遍的认识，仰韶文化晚期或龙山文化早期，大体便

与传说的炎黄时代衔接上了。

传说中的炎帝、黄帝，被公认为中华民族的始

祖，他们在以长安为中心的黄土地上留下了巨大的

印迹。相传记在黄帝名下的发明创造有３０多项，如

井、火食（熟食）、衣裳、冠冕、釜甑、灶、陶器、舟楫、

车、杵臼、旃（毡）、宫室、棺椁、伞、踢球、镜、货币、几

案、天文历法、嫁娶制度、分土建国、礼法制度、市场、

坟墓、兵法、弓箭、阴阳之事、文字、图画、音乐、指南

车、鼓等等，涉及衣食住行、典章制度、风俗习惯诸多

领域。尽管这些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但却从一个侧

面反映了那个时期长安文化的进步与发展。

当进入文明社会后，长安文化的发展经历了多

次高峰，而在唐代达到极盛。

文明时代长安文化的第一次发展高峰在西周时

期。周人起家陕西关中，克商后以分封制与宗法制

为基础建立了全国性政权。他们秉持的天祖分离

观、天命转移论及以“德”、“孝”为主的伦理思想，把

夏商以来思想史的发展推至新阶段。传世的《洪

范》、《周易》等文献，具体反映了当时思想、学术的

飞跃与发展。西周甲骨文、陶文、金文，充分显现了

周人在文化传承方面的贡献，而西周中期以后的金

文，为后来的小篆、汉隶奠定了基础，在书法艺术发

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由小学、大学两阶段组成的

国学教育，虽然面向贵胄子弟，但所建构的相当完整

的教育体系，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尚书》、《逸周书》、《诗经》中那些属于西周时期、

出自长安地区的作品，具体地反映了当时散文与诗

歌的水平。在艺术方面，无论是乐舞还是雕塑，都达

到相当高的水平。孔子曾称赞西周雅乐《大武》“尽

美也”［１］，而考古出土的西周青铜器、玉器等，其雕琢

技艺之高超，其艺术品相之精美，皆令人赞叹不已。

就科学技术而论，当时在天文历法，数学与力学、光

学、采矿及青铜冶铸、医学、建筑技术、陶瓷制作等领

域，都有显著的进步。如周人将一个月分为“初

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的四分法，如《周

易》八卦中应用的二进位制，如青铜铸造的“六齐”

规定，以及岐山凤雏村西周宫殿（宗庙）建筑基址所

反映的建筑技术等，皆为典型例证。

文明时代长安文化的第二次发展高峰在秦国、

秦朝时期。一般认为，秦人始国自襄公受封为诸侯。

其后经五百多年的奋斗，终于在公元前２２１年统一

天下建立了秦王朝。秦人吸纳周文化，信仰天帝，并

特有五帝崇拜。其先以礼乐法度为政，继而专用法

家思想治国，最后依据五德终始论设立水德制度，以

维系帝国的运作。秦文字与周同属一系，尤其隶书

的出现，是汉字发展史上一次巨大的变革。此举大

大提高了汉字的使用效率，促进了文化的发展。秦

时除宫邸学、博士学外①，还为“史子”特设名为“学

室”的学校，以培养“史”类专门人才。及秦朝后期，

“以吏为师，以法为教”，乃至“焚书坑儒”，推行文化

专制主义，从而在历史上留下了可悲的一页。在文

史方面，《诗经》中的《秦风》与《尚书》中的《秦誓》，

不失为反映秦文学水平的代表之作；而被司马迁评

曰“不载日月”、“文略不具”的秦编年体史书《秦

记》［２］，今从云梦秦简《编年记》似仍可窥见其简略

之风格。在艺术和科技领域，秦所取得的成就十分

突出。秦始皇陵园先后发现的兵马俑、铜车马、铜

禽、百戏俑等，集中而典型地展现了秦在雕塑艺术、

工艺美术、散乐杂技与制陶、冶金等诸多方面所达到

的令人震惊的高超水平。而秦在壁画、乐舞、医学、

时令、筑路技术、水利工程等方面的成就，或见诸文

献记载，或见于出土实物，亦均达到极高的水平。今

仍存留在陕西大地上的秦直道遗迹、郑国渠遗存等，

应该说都是最有力的佐证。当然，秦的最大贡献还

在政治文化方面，即秦所创建的大一统多民族中央

集权的帝国范式，以及由皇帝、公卿与郡县组成的科

层结构的集权式政治制度。这二者共同构成所谓的

“秦制”、“秦政”。

文明时代长安文化的第三次发展高峰在西汉时

期。传统有“汉承秦制”之说，是讲汉把短祚的秦王

朝所创立的各种制度（主要是政治制度）继承下来，

完善、规范并发扬光大，从而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

重大影响。这完全符合历史实际。汉初崇尚黄老之

学，武帝时独尊儒术，不过其真正实行的却是“霸王

道杂之”［３］，而这奠立了以后历代王朝治国指导思想

的基调。刘向、刘歆父子校书，对文献整理与文献学

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亦具有某种学术整合的意义。

经今古文之争，表面上似水火难容，但结果却出现了

双方学术的融合，并最终形成“汉学”。西汉是隶书

普及的时代，也是由秦隶向汉隶转变的时代。当时

问世的以《急就篇》为代表的一批字书，对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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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秦博士学问题，东晋郭璞说：“秦博士典职教，礼仪所寄也。”不

少研究者赞同此说。但事实是否如此，由于资料太少，学界还有争议。



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汉世教育较周秦明显进

步，中央设太学，地方立郡国学，还有培养史、卜、祝

一类专门人才的特殊教育。另外，博士官与教育结

合更为密切，太学教师例由经学博士充任，太学生亦

称“博士弟子”。文史方面，汉初政论文、汉赋、乐府

诗等皆在文学史上留下了灿烂的光辉，司马迁的

《史记》则是史学史上的丰碑，且文史双馨，被后世

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４］。在艺术方面，

汉墓壁画、茂陵石雕，展示了其绘画与雕塑的高超水

平；杨家湾汉兵马俑、阳陵裸俑等表明，当时造型艺

术更趋小巧，反映了社会进步与艺术成熟。西汉盛

行楚乐楚舞，设有乐府专主音乐之事，产生了不少著

名的乐舞人才。《七盘舞》是当时最流行的舞蹈，而

百戏艺术亦名目繁多，其中包括幻术表演、游乐竞

技、杂技歌舞、木偶戏等。在科技领域，天文历法、数

学、地理学、医学等均有长足进步；时人创造发明的

井渠法通过丝路传至西域，今新疆的“坎儿井”即运

用此法修建的灌溉渠道。西汉时纸的发明创造，为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对世界文化发展做出了重

大贡献。

文明时代长安文化的第四次发展高峰在隋唐时

期。尤其是唐代，是其发展的巅峰。李唐一朝勃兴，

正如陈寅恪所言：“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

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

能别创空前之世局。”［５］从思想学术来看，唐代以经

注疏义为代表的经学在继承汉学重章句传统的基础

上进一步有所发展，而中唐以来兴起的新儒学为宋

学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很显然，唐的思想学术

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隋

唐长安地区为中国佛教的僧才凝聚、经典翻译、宗派

创立、佛教弘传和文化交流的中心。尤其是宗派创

立之举，对佛教发展意义特别重大。同时，长安也是

道教的核心地区，还有其他宗教传播。书法发展到

唐代臻于成熟，著名书法家层出不穷。因科举制的

影响，唐之教育十分发达。京师长安设有六学二馆，

地方则有州、县、乡学，另还有留学生教育。古典诗

歌在唐代达到顶峰，长安则是唐诗创作最活跃、最集

中的地区。唐时兴起的古文运动，扭转了长期统治

文坛的形式主义流弊，开启了散文创作的新局面。

唐传奇的出现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个飞跃，变文一

类俗文学的盛行构成了唐文学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唐代史学亦相当发达。由国家设史馆修史、由宰相

监修史书的制度，即始自唐。在传统的二十四史中，

唐时修撰的便有八部，习称“唐八史”。另如集体编

修的《唐六典》、个人撰著的《通典》等，也是唐世重

要的史学成果。隋唐绘画艺术成就突出，画坛名家

辈出。考古出土的唐墓壁画，取材广泛，富于生活气

息，为我们具体展现了唐代绘画艺术的高超水平。

在科技方面，天文历法、医学、地理学及建筑技术等

都进步明显，成就斐然。特别是雕版印刷术的发明

影响极其深远，对世界文化贡献巨大，为中国古代四

大发明之一。

从五代开始，由于政治生态的变化，长安文化没

有再出现如同周、秦、汉、唐那样的发展高峰，而是在

一种相对闭塞的环境下继续发展。尽管其间也曾出

现过一些文化亮点，发出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

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６］一类的豪壮声

音，但总的来看，它昔日四次发展高峰期间那种文化

主导地位已经一去不复返，仅仅沦为西北地区的一

种范围有限的区域性文化罢了。

三、长安文化的特点及其

在中华文化史上的地位

　　本文所论的长安文化，尽管在某些时期，如前述

的四个发展高峰期，足可以代表全国文化，是整个中

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醒目的符号，但从本质上来看，它

仍是一种地域文化。而任何一种地域文化，因受地

域环境的制约以及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皆显现出

一定的个性特色。那么，关于长安文化的特点，具体

有哪些呢？也许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会得出

一些不尽相同的结论。不过，以下的几点，应是其最

基本的内容。

（一）长安文化肇兴较早

早在１００万年前，蓝田猿人便已经生活在以长

安为中心的关中大地上。他们制造使用一些原始工

具，采集果实和狩猎。史前长安文化由此拉开了

帷幕。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考古发现的资料，已经基本

上将长安—关中—陕西境内原始文化演进的足迹连

接起来。从蓝田人到大荔人、黄龙人、金鼎人，再到

以半坡、史家等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再到以浒西庄、

下魏洛、客省庄、康家等为代表的龙山文化，组成了

较为完整的自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史前长安文

化发展的序列。而这一发展序列，亦具有全国性

意义。

如果从文明时代的历史来看，长安文明史的发

端同样也是较早的。平时人们总说，中国有五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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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史。不过细究起来，由于各地发展的不平衡，并

非所有地区的文明史，都能写足五千年。然而在长

安却不存在五千年文明史能否写足的问题，而是五

千年这个时段是否够写的问题，是如何从众多的资

料、丰富的内容中选优选精的问题。

一般认为，炎黄时代中华民族开始迈入文明的

门槛。当年司马迁写《史记》，以黄帝为开端，显然

是有其深刻道理的。大家知道，人们公认的中华民

族始祖炎、黄二帝，相传其部族就崛起于渭水中游和

陕北高原。这就是说，长安—关中—陕西是中国最

早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个重要地区。这里的黄帝陵，

自西汉以来，历代供奉祭祀不绝，显然也是有其深刻

道理的。“夏传子家天下”以后，长安—关中—陕西

又长期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中心舞台。周、秦、汉、唐

这样几个声威远播、最具影响力的王朝均建都于此，

其所放射出的中华文化光辉，代表了当时人类所能

企及的文明高峰，也谱写了长安文化的辉煌篇章。

以长安为起点的“丝绸之路”，连接东方文明与西方

文明，促进了两大文明的交融；同时也把长安—关

中—陕西这片富饶的黄土地推向了世界，使之在人

类文明交往的史册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可见，长安

文明史不惟起始较早，而且无比灿烂辉煌。

（二）长安文化地域性与超地域性

共存

伴随人类自身产生而出现的文化，是在一定的

地理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并受其制约，因此文化具有

地域性。

长安文化的地域性，来自孕育它的黄土地。长

安—关中—陕西古为雍、梁二州，战国时始称山西

（亦称关中），即崤山和华山以西的广大地区。此地

是古代中国最富庶的地区，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是

极有特色的地区。司马迁描述该地区称：“关中自

、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其民犹有先

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关中之

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

居其六”［２］。班固则描述道：“秦地于天官东井、舆

鬼之分野也，其界自弘农故关以西”，“《禹贡》时跨

雍、梁二州，《诗·风》兼秦、豳两国”；“其民有先王

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

备；有、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

腴”［３］。通过史家的以上描绘，不难体察出秦地的地

理环境、民风民俗。这些特定的条件，铸就了长安文

化的地域特色。

不过，长安文化除了其地域性的一面之外，还有

其超地域性的另一面。这是因为长安在中国古代曾

长期为国都所在地，特别是西周、秦、西汉、隋、唐这

样一些有重大影响的朝代，皆以长安—关中—陕西

为其统治中心，如此就决定了长安文化不像其他地

域文化那样，仅仅局限于一隅之地，而是大大超出长

安—关中—陕西的范围，涉及许多属于全国性的

东西。

譬如讲长安文化之思想学术，就需要涉及《洪

范》、《周易》、五德终始论、崇尚黄老、独尊儒术、经

今古文之争、《五经正义》、新儒学等大家都极其熟

悉并被公认为整个中国思想学术的内容。

再如讲长安文化之教育，就需要涉及周之国学

（小学、大学）、汉之太学郡国学、唐之中央六学、日

本遣唐留学生等人们熟知并被公认为整个中国教育

文化的内容。

再如讲长安文化之文学、史学，就需要涉及《诗

经》、汉赋、唐诗、《史记》一类为人们所公认的属于

整个中国文学与史学的内容。

总之，长安文化是中国地域文化大家族中一个

十分特殊的成员；而地域性与超地域性共存，正是其

特殊性的集中体现。

（三）长安文化在中国古代历史上

长期居于引领地位

这一特点实际上与前述长安文化的超地域性直

接相关。大家知道，在中国古代先后有六个统一性

王朝和六个分裂时期王朝在长安—关中—陕西建

都，另外还有一个王朝在其末期一度迁都长安，一个

王朝于其灭亡前夕暂都长安；如果再加上春秋战国

时期秦国在关中一带建都的历史，那么，长安—关

中—陕西建都史的时间便将近１５００年。不管从什

么角度去看，国都总是一个国家的首善之地，是统治

的中心，一切政令、军令、法令皆出于此；国都所在地

的一举一动，必然会成为全国的导向；国都这个中心

区的文化，对全国来讲，天然地具有一种示范作用。

长安—关中—陕西由于其漫长的建都历史，故而这

里的文化便很不同于其他地域文化，在全国居一种

引领地位。

具体而言，长安文化的引领地位，可从两个方面

来理解：

第一，辐射性。这是讲长安以国都所在地的特

殊身份，其文化向周围地区传播、扩散的问题———实

际也就是讲国都文化的影响扩展、放大的问题。通

常情况下，国都所在地总是开风气之先的地区，各类

重大文化活动包括科技新试验等总是发轫于此，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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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文化交流的成果也差不多总是先出现于此。以

汉代为例来看，譬如当时举办大型文艺宴会款待宾

客的做法，便开端于京师长安；宴会上所表演的“巴

渝都卢”、“海中砀极”、“漫衍鱼龙”一类文艺杂技节

目［３］，就是那个时代文化交流的产物，其中还有自

“西方来”者［７］。再如汉武帝后期推行“代田”新耕

作法，首先“教田太常、三辅”［３］，在京畿之地进行试

验，然后普遍推广。由此可见，国都地区的文化总是

处在整个国家文化的最前沿，是最发达的文化。历

史上长安作为国都期间，长安文化因国都之重而成

为以国都文化为主体的一种特殊文化。它对国都以

外广大地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并产生巨大的影响；

特别是它的一些先进的东西、新鲜的东西向四周传

播、扩散，不可抗拒。此即所谓的“辐射性”。这是

长安文化引领地位的具体体现之一。

第二，荟萃性。国都之地又总是各类人才的荟

萃之地。各色人等（主要是各式各样的优秀分子）

满怀着希望与憧憬，采取各种办法，通过不同渠道，

奔赴到国都所在地长安。他们或寻求仕进，或游说

鬻，或兜售方术，或从事文学艺术。应该说，他们

的活动皆为长安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这里，还需

要提到的是那些出于制度原因而汇聚国都的人才。

例如汉代察举制度下被察举出来赴京师对策的“贤

良方正”等，唐代科举制度下赴京师参加“省试”的

试子们。这可以说是一种批量人才荟萃。特别是科

举制下赴京赶考的试子，一般在秋季启程赴京，省试

则在次年暮春举行，试子停留京师的时间几近三个

季度；且其人数众多，像每次参加进士科考试者，

“多则二千人，少犹不减千人”［８］。如此多的学子在

如此长的时间内汇集京城，本身便是一种文化盛举。

何况唐代科举，于帖经、墨义、策问之外，另考诗赋，

这样试子在复习经书同时，还需进行诗赋创作，以投

献公卿，请求推荐。如此就相当有力地推进了当时

京都地区文化的发展、繁荣。至于像西汉的董仲舒，

其贤良对策一则“独尊儒术”的建议，便改变了中国

思想文化史的面貌，当然就更是此类荟萃京师人才

中出现的奇迹了。

荟萃于国都地区的，不惟有“人”，而且还有

“物”。如汉代自“开玉门，通西域”之后，“殊方异

物，四面而至”；什么“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

什么“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什么“钜象、师

子、猛犬、大雀之群”，皆汇集京城长安［３］。至唐代，

随着对外交往的进一步扩大，汇集京城的“物”亦更

加丰富。据美国学者谢弗研究，仅唐时舶来品的分

类目录，除“人”之外，尚有家畜、野兽、飞禽、毛皮和

羽毛、植物、木材、食物、香料、药物、纺织品、颜料、矿

石、宝石、金属制品、世俗器物、宗教器物、书籍等１７

种之多［９］。总之，国都乃人与物精华的聚集之地。

换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是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精

华的聚集地，或者进而理解为精神文化、制度文化

（精神财富部分）与物质文化（物质财富部分）精华

的聚集地。正因为有这种聚集，所以国都文化才能

成为最先进、最发达的文化；正因为有这样的聚集，

国都文化才会向外传播、扩散。由此可见，国都文化

的辐射性是以其荟萃性为基础的。如果说辐射性是

外向的扩张的话，那么荟萃性则是内向的汇聚。二

者可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它们共同完整地体现

了长安文化的引领地位。

（四）长安文化前期与后期反差巨大

长安文化以五代为界，明显分为前期与后期。

前期的长安文化，呈蓬勃发展之势，是名符其实的黄

金期。特别是周、秦、汉、唐几代，长安文化不仅次第

出现发展高峰，而且凸显出惊人的进取精神与开放

气势。之所以如此，应该说是与这几个朝代本身所

具有的进取开放特点直接相关联的。

众所周知，周、秦原本都是西部相对弱势的部

族，但却立志有所作为，经过不懈努力，前者灭商建

立了周朝；后者则统一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

个多民族集权制的统一帝国。周、秦的成功，除了自

身积极进取的原因之外，还与他们以开放的胸怀广

泛吸纳人才密切有关。譬如周文王重用姜尚，周公

礼待天下贤士，“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２］等等。

而秦人在这方面似乎更突出一些，他们大胆起用本

宗族和本国以外的人才，以至论者认为秦“卒之所

以兼天下者，诸人之力也”［１０］。汉、唐时期的进取精

神与开放气度，同样也令人叹赏不绝。例如汉张骞

“凿空”［２］西域①，冯?自请出使乌孙，唐玄奘西天取

经，鉴真东渡日本等，皆当时积极进取、顽强追求的

典型实例。再如汉唐与外部世界交往广泛，对外来

文化兼容并蓄，甚至允许外国（族）人为官。汉武帝

托孤重臣中就有匈奴人，唐太宗亦公然宣称对于

“中华”、“夷狄”、“爱之如一”［１１］。还有唐代女性极

为自由解放，导致最终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

皇武则天。当时还大量接纳外国留学生，准许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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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凿空”的解释，《史记·大宛列传·集解》引苏林曰：“凿，开；

空，通也。骞开通西域道。”《索隐》案：“谓西域险
!

，本无道路，今凿空而通之

也。”今人范文澜释为“探险”，似义更胜一筹。



宗教传播，文禁较少，以至诗人白居易写出了《长恨

歌》一类直点皇帝的作品。凡此种种，足以显见那

个时代的包容开放。由于长安—关中—陕西是周秦

汉唐的崛兴之地和统治中心，所以长安文化必然深

受其进取开放精神的影响，因而也具有这样的特征。

可是五代以后的长安文化，也就是后期长安文

化，却明显发生了变化。昔日那种进取开放精神逐

渐消失，而闭塞保守的特征日益突出。二者相比较，

反差巨大。当然，造成这种巨大反差的原因是多方

面的。其中，政治中心地位的失去无疑是最重要的。

另外，自安史之乱以后，经济重心的南移，陆上丝路

为海上丝瓷之路所代替，以及长安—关中—陕西因

长期处于统治中心区而遭受的生态环境和资源的严

重破坏等等，应该都是不容忽视的原因。关于后期

长安文化的闭塞保守，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三个方

面：一是因政治中心地位的丧失难以像周、秦、汉、唐

时期那样汇聚大量优秀人才和最先进的精神、物质

文化成果，从而各方面活力不在。二是相对单一的

农耕经济和相对良好的自然条件（“上上”黄壤、“天

府”、“陆海”）带来的因循守旧、不思进取、自我满

足。三是“四塞为固”式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造成

的缺少交流、视野狭窄、目光短浅。而这一切，在当

时的婚姻文化上则有着最典型、最集中、最生动的

反映。

关中民俗有所谓“八大怪”之说，亦称“秦风八

怪”①，其中一怪曰“姑娘不对外”。它的含义通常可

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女儿不能嫁往外地，二是

女儿不能嫁给外人。所谓外地，即指外省、外县，甚

至包括离家门几十里开外的任何地方；所谓外人，即

指外省人、外县人，亦包括居住于本村、本地的客家

户。”［１２］这种婚姻观念与文化表明，关中人“自觉不

自觉地在婚姻关系上把自己的后代束缚在一个非常

狭小的生活圈子而不能自拔，形成了一个封闭排外

的社会文化系统”［１２］。如此的婚姻文化，恰恰正是

宋元明清以来逐渐形成的。通过这“一斑”，不难窥

知“全豹”矣。

（五）长安文化由多种文化交汇交

融而成

自古以来，长安—关中—陕西就是一个多种文

化交汇交融的地区。具体来看，这种文化交汇交融

可分为“内”、“外”两个方面。这里的“内”、“外”区

分，皆以今日中国疆域为准，前者指境内在历史上所

发生的因部族、民族融合而带来的各族文化交汇交

融，以及华夏族（汉族）统治下地区间的文化交汇交

融；后者则指与境外国家之间，即国际间的文化交汇

交融。

中国历史上，各部族、民族不断融合是其发展的

主流。崛兴于关中的周人，先祖曾“在戎狄之

间”［２］，并最终灭商，这当中显然含有周与戎狄、周与

商两族的融合以及他们之间的文化交汇交融。秦人

源于东而兴于西，先天便具有东夷文化与西部文化

汇融的特色［１３］②。立国后，其更是全面接受周文化，

并不断征服、融合陕、甘境内诸多戎狄，同时广泛吸

纳六国文化，至始皇统一则建立了多民族大一统的

秦帝国。其间部族、民族的融合以及他们文化的交

汇交融，自不待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以

及由此而造成的各族文化交汇交融，更是规模空前，

而长安—关中—陕西恰好就是这场大汇融的一个中

心舞台。此后，在长安建都的隋、唐两代———特别是

唐帝国，应该说正是此前民族融合及各族文化汇融

结出的丰硕之果。再后辽、夏、金、元、清时期的长

安，虽然已经无法与以前居政治中心地位的长安相

提并论，但民族融合及由此而引发的各族文化交汇

交融却依然存在，只是这些仅仅具有地方性意义

罢了。

关于地区间文化交汇交融，秦汉时期的事例，尤

其堪称典型。秦汉帝国的统治者出于政治的考量，

多次大量迁徙关东豪富等充实关中，从而造成关东、

关中地区的文化交汇交融。古代史家曾用“四方辐

凑，并至而会”［２］的文句对这种交汇交融做动态的描

绘，指出其结果是使以关中为主体的陕西大地“五

方杂错，风俗不纯”［３］。日后长安文化，正是在这样

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前述

因部族、民族融合而造成的文化交汇交融，从某种意

义上讲，也可视为一种地区间的文化交汇交融，但它

显然应该是一种相当特殊的地区间文化汇融，与我

们这里所论述的华夏（汉）族治下地区间文化交汇

交融，还是有明显区别的。

有关国际间的文化交汇交融，最具代表性者，自

然要数佛教文化的中国化这一实例了。佛教自西汉

末东汉初传入中国后，即被一步步加以中国化的改

造，这无疑是一种典型的中外文化交汇交融。最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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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八大怪”说法有不同版本，较通常的提法为：面条像裤带，烙饼赛锅

盖，辣子一味菜，碗盆分不开，房子一边盖，姑娘不对外，帕帕头上戴，唱戏吼起

来。

关于秦人“源于东”问题，据李学勤新近揭示，２００８年７月入藏清华
大学的战国竹简亦有所涉及。见氏著《清华简关于秦人始源的重要发现》，刊

于《光明日报》２０１１年９月８日第１１版《史学》。



佛教被称作“黄老、浮屠之祠”［１４］，诚如吕思勉所言：

“佛教流传，依附黄老”［１５］。如此一种“依附”，实际

就是被中国化的表现。继而佛教在源头上又被中国

化：或说“老子入夷狄为浮屠”［１４］，或说“老子西出

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１６］等等，不一而足。这样

一来，原本属于舶来品的佛教，乍看之下反倒成了地

道的中国土产宗教；佛教的创立者不是“夷狄”释迦

牟尼，反而是“中土”的老子了。及至唐代，佛教中

国化的程度进一步提升到更高的阶段，其标志就是

佛教宗派的创立———这类佛教宗派实质上也就是中

国化佛教的派别。当时创建的佛教宗派极多，但在

影响最大的八个派别中，十之七八是创立于长安的，

如法相宗、净土宗、华严宗、密宗、三论宗、律宗等等。

可见，唐代的长安为佛教中国化的一大中心。需要

指出的是，唐时京畿地区不惟存在佛教，而且还传入

有摩尼教（明教）、祆教（拜火教）、伊斯兰教、景教

（基督教支派）等外来宗教，它们在不同程度上也与

中国本土文化发生交汇交融。故而以长安为中心的

陕西关中一带，实际上成了中外文化汇融的圣地。

当然，国际间的文化交汇交融并不只限于宗教一项，

其他如国外派来的遣唐使、留学生等，也具有这样的

功能。

总之，长安—关中—陕西历史上的“内”、“外”

两方面多种文化的交汇交融，乃常态的客观存在。

惟其如此，才造就了周、秦、汉、唐四大文化发展高峰

期长达千余年长安文化那种博大包容、恢弘深邃的

气势和积极向上、开放进取的风貌。这既是长安文

化的亮点，也是其显著特点。

以上所述，仅仅只是粗线条勾勒的长安文化特

点之大要，希望以此为广大读者了解长安文化提供

一点参考。至于源远流长、辉煌灿烂的长安文化在

整个中华文化史上的地位，如下的两点尤其值得

重视。

１．长安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

中华文化，顾名思义，是指整个中华民族的文

化。不过，中华民族是比较晚才出现的称谓，其前身

为华夏族。这是史前散居各地的众多氏族、部族、部

落联盟，通过长期交往交流，包括联姻、结盟、战争等

等，逐步融合起来而形成的。徐旭生曾指出，华夏为

古代部族三大集团之一，是炎帝和黄帝所代表的西

北部族［１７］。炎、黄皆起自以长安为中心的陕西境

内，他们的活动自然是首先谱写为长安文化的篇章，

继而扩展出来更广泛的意义。从这种角度考察，长

安文化显然具有一种源头的性质。

当然，炎黄之前还经历了漫长的原始文化发展

过程。一般说来，人们将其追溯至旧石器时代。迄

今中国境内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地点多达

数百个，遍布全国２９省、市、自治区，不过其中距今

超过或接近百万年者却十分有限。山西芮城西侯度

文化是已知中国境内最早的原始文化，距今１８０万

年以上。云南元谋上那蚌猿人牙齿化石，是中国境

内最早的人类化石，距今约１７０万年。除了这两个

“最早”之外，距今百万年左右的原始文化遗存还有

两处：一是河北阳原泥河湾遗址，距今约１００万年；

再就是陕西蓝田公王岭猿人遗址，距今约１１５万年

（另一测定数据为９８万年）。前文曾指出，长安—

关中—陕西境内，自蓝田猿人之后，考古发现的原始

文化遗存，已经组成相当完整的发展序列，从旧石器

时代一直到新石器时代，并与传说的炎帝黄帝相衔

接。由此来看，长安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应

该是当之无愧的。

２．长安文化对中华文化发展起了奠基作用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彪炳寰宇，震古烁今。但

是就其发展而言，却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而复杂的

过程。在史前和先秦时期，它呈现出极其显著的多

元的区域性文化特征。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文

化格局，应该说就是这一特征与诸多其他因素相作

用的产物。尔后，以多民族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秦帝

国为开端，经过长期的演进，才逐步形成了以汉族文

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而这一切显然与长安—关

中—陕西这块地方，与长安文化息息相关。

据前述可以知道，自“家天下”之后，西周、秦

（秦国秦朝）、西汉以及隋、唐几代，相继四次把长安

文化发展推至高峰。而这样一个历史阶段，恰好也

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文化的形成时期。正如大家

所熟知的那样，周秦汉唐几代均以关中地区为其崛

兴基地和统治中心，如此长安文化与整个中华文化

不可避免地会有所交叉、重合，乃至出现一种特有的

同生同长、同步发展现象。尤其是秦汉时期，既是汉

族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以汉族文化为主体的中华

文化生成的关键时期，显得更加特殊而重要。从一

定的意义上讲，这时的长安文化与整个秦汉文化、中

华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在诸多根本性方面，是交织

在一起、混同在一块的。换言之，即是说构成中华文

化最根本性的内容，如集权式政治制度、多民族大一

统国家形态、小农经济体制、“霸王道杂之”治国理

念、民族融合、文化汇融、丝路交流以至绵延不断的

以纪传体为主的历史记录等等，或发端自长安，或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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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于长安，或完善于长安。要之，亦即中华文化的基

本要素，大多是在长安这块沃土上孕育出来的。惟

其如此，所以长安文化不仅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

而且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起了十分关键的奠基

作用。

四、结　语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长安文化在中华文化史上

地位重要而特殊；它对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着

非同一般的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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